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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清朝对“非汉世界”的“大中华”表达1 

      ——从《大义觉迷录》到《清帝逊位诏书》 

 

韩东育2 

 

提要：作者以《大义觉迷录》和《清帝逊位诏书》为线索，勾勒清朝为实现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

的合一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认为这一过程，既让清人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转变并赢

得了汉人的支持，同时以“华夷一家”为核心的“中华大义”还进一步演变为蒙古、新疆、西藏

及西南诸民族等“非汉世界”认同“大中华”价值的共同依据，为实现文化和疆域意义上的“中

华”最大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念冲击下不但未被肢解，反而引

发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回应等事实，既彰显了清朝内部凝聚之功，亦突出了《清帝逊位诏书》

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这两份首尾呼应的历史性文献，构成了嗣后中国政府表达国家主权和领土诉

求的主要法理依据。 

关键词：《大义觉迷录》/《清帝逊位诏书》/非汉世界/中华大义/华夷一家/五族共和 

 

  就中原王朝的地理方位言，满族人从肃慎时起，便世居于东北边陲。由于该地区在狭义中华

的圈域布列中位处“夷（东）狄（北）”，所以，“明清鼎革”前后，“胡虏”、“奴酋”、“虏

夷”等贬斥语汇就成了人们对“满洲”的习惯性蔑称。不仅如此，由于包括南明政权在内的东亚

列国多将“崇帝登天，弘光陷虏”等系列历史事件渲染为“中华陆沉”或“中国不再”，因此，

“华夷变态”这一制作于日本人的极端式说法，还一度成为圈域内广而告之的流行语
3
。然而，

无论是屡称准噶尔部事务为“夷情”的《岳襄勤公行略》（成文于嘉庆年间），还是道光、咸丰、

同治三朝对外交涉案的《筹办夷务始末》，清朝并没有自视为“夷狄”，而是“中华”，并且是

理直气壮的“中华”。其逻辑可简约地表述为：敢于斥他人为“夷狄”的人或民族，显然不可能

也是“夷狄”，至少已不再是“夷狄”。话虽如此，清初通过军事高压所获得的“政治身份认同”，

毕竟不等于日常而自然的“文化身份认同”
4
， “武义璜璜，陆慑水栗”的武威也不足以弭平清

人自诩和他人评价之间长期形成的沟堑。这意味着，史学家送给清朝的“慕义归化，非以力征也”

等事后定评
5
，其实省略了一个曾经发生过的重要环节，即清朝为实现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合

一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对此，相关的历史记录，无疑为认识该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参照。 

一、《大义觉迷录》的问题设定 

   

    《大义觉迷录》(下简称《觉迷录》)，是雍正七年（1729）清世宗宪皇帝胤禛（1678-1735）

围绕曾静（1679-1735）反清案件而刊布的政论性著述。全书共四卷，收上谕十道、审讯词若干、

                                                        
1 本文刊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 年 6 月刊。 
2 作者为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3 参见林春胜、林信笃编：《华夷变态》上册，东洋文库 1958年版，第 1 页。 
4 关于“政治身份认同”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关系问题，参见黄俊杰：《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自我”与“他

者”的互动：类型及其涵义》，《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 4 卷第 2 期，台湾大学 2007年 12 月。 
5 赵尔巽：《清史稿》卷 526《列传·属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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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静供词四十七篇、张熙等供词两篇以及曾静的《归仁说》一篇等
1
。该书所论者，看似对曾静

和吕留良等反清士人而发，可究其实，却是面向汉人全体在诘问两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第一，

清朝代替明朝是否拥有正当性或法理依据？第二，雍正皇帝是否具备天子所必需的德行操守？前

者反映了持续千百年之久的“华夷”论争，而后一个问题其实是在拷问最高政治领袖的道德自律

能力。 

《觉迷录》（引文只标注页码）所呈现的独特问题指向，展开于雍正皇帝和曾静截然相反的

“大义”理解中。曾静的本初想法，多集中在他本人被抓捕前撰写于《知新录》等责难清朝和雍

正皇帝的文论中；而雍正皇帝的正面回答，亦毫无躲闪地一一对应了曾静的各种说辞。毋庸讳言，

“华夷之辨”是曾静全部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的基点所在。他的部分想法来自远古华夏族系对周

围世界的“五服”观察，但他的阐述却比《尚书·禹贡》和《国语·周语上》的规定还要极端（第

154页）。在“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

狄，夷狄之下为禽兽”（第 27页）这段话中，曾静对“中土”以外者“倾险而邪僻”的定性，

还在伦常道德上取消了“夷狄”与“中华”比肩的任何可能性。尽管就程度而言，此处介于“中

土”与“禽兽”之间的“夷狄”，似乎还没有被径称为“禽兽”，但是，其“中华之外，四面皆

是夷狄。与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远则与禽兽无异”（第 55页）等接下来的表述却无

异于宣称，除了部分受“中华”感化者外，远离“中华”的“夷狄”已经与“禽兽”不分高下；

而“夷狄异类，詈如禽兽”云者（第 21页）则不啻在说，“夷狄”其实就是“禽兽”。“夷狄”

既为“禽兽”，那么，称清朝代明为“夷狄盗窃天位，染污华夏”（第 53-54页），也就等于说

是“禽兽”在“盗窃天位”，在“染污华夏”。这样，当经过“华夷”大别上的梳理后，清朝国

君配不配做中华皇帝的问题，似乎也就有了天然的答案。 

实际上，与雍正皇帝对话前，曾静曾经送给过这位皇帝以无数恶评，诸如谋父、逼母、弑兄、

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等。曾静笔下的雍正皇帝之所以会呈现如此

不堪的道德面貌，是因为在他看来，“满洲”原本就不是“中华”，唯其不是“中华”，则“夷

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圣人箴言，便永远有效。然而，曾静一班人非议清廷时的前提预

设，显然缺乏必要的逻辑周延。仿佛是一把双刃剑，上述说法在有助于人们了解雍正皇帝何以要

为自己的道德形象曲尽申辩之理由的同时，也为清廷获得“中华”定位和取明朝而代之的法理依

据，提供了“反其道而用之”的便利。这意味着，当皇家最高领袖通过正面的个人洗刷使附在他

身上的“非道德”讥评大白于天下后，“有德者为君”的命题，反而成为清廷对曾静所谓“中华”

价值反唇相讥的利器。面对尖损刻薄的诟詈而雍正皇帝能“坦然于怀，实无丝毫仇怒之意，笑而

览之”（第 120页）的原因，或许也在这里。而接下来的常识性反问，还进一步凸显了曾静纰漏

的低级和直观：其一，“人兽”之别是以天理人伦为标准，还是以“华夷”出身为转移？其二，

中华皇位，是“有德者居之”还是相反？其三，“中华”是以“大版图”为舞台，还是以“一隅”

为乐处？其四，“华夷”之分是否可与“君臣”之礼相拆分？其五，在“天下一家”的逻辑下，

“华夷”畛域是否还有强分之必要？ 

  雍正皇帝的上述反问，显然依托了在他看来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价值标准。首先他认为，

“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第 8页）。就是说，“人与禽

兽同在天地之中，同禀阴阳之气，得其灵秀者为人，得其偏异者为禽兽，故人心知仁义，而禽兽

                                                        
1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 4 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3 页。对该问题的讨论，参见冯尔康：《雍

正传》，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版；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 1959 年版，《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版；黄裳：《笔祸史谈丛》，北京出版社 2004 年版；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

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下卷，早稻田大

学出版部 1914 年版(本文所用者为但焘译订：《清朝全史》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日]

安部健夫：《清代史研究》，创文社 1971 年版；[日]石桥崇雄：《大清帝国》，讲谈社 2000 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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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伦理。岂以地之中外，分人禽之别乎？”（第 27-28页）既然有无“天理人伦”才是甄别“人

兽”的标准，那么，曾静把离明朝领域较远者统统斥为“禽兽”的言说，就显得有些过分了（第

21 页）。雍正皇帝试图辩明，是否“禽兽”，与距离“中土”远近没有关系，却与有无礼乐大

有关系。重要的是，那些偏离事实的贬斥，还极易给原本安于边地生活的各方族属造成自尊心的

伤害，并由此而引来怨恨：“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

也。’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况满洲人皆耻附于汉人之列，准噶尔呼满洲为蛮子，满

洲闻之，莫不忿恨之，而逆贼以夷狄为诮，诚醉生梦死之禽兽矣。”（第 22页）尤其当中原人

对边地居高临下、恃强凌弱时，相关言行，还会结下仇恨。这一点，早在努尔哈赤阶段就有过隐

忍不禁后的爆发：“我国素顺，并不曾稍倪不轨，忽遣备御萧伯芝，蟒衣玉带，大作威福，秽言

恶语，百般欺辱，文□之间毒不堪受。所谓恼恨者七也。”
1
  

  第二个问题即中华皇位应该是“有德者居之”还是相反？清对明的反感，从最根本的意义上

讲，是因为明朝已失去了来自边地的道德尊敬；而能否获得这份尊敬，乃取决于明廷还是不是君

子所居或王化所在——这构成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道义前提。可当这一前提不复存在时，

“夷狄”或“禽兽”，便不但不应是往日所指，有时还会发生霄壤般逆转。雍正皇帝历数了明代

的“失德”诸端，认为明清易代并不全是武力征伐的结果，其中更有清朝顺天应人和体道崇德的

“大义”在（第 5、21-22页）。这无疑有过度渲染的成分，但如果看到仇清入骨的明遗民朱舜

水也无法不承认清兵入关后的“迎刃破竹”是因为明军“前途倒戈”所致等反省文字时
2
，雍正

皇帝的说法又不好被完全视为夸张。尤其当说到明朝君臣狐疑内外、致使华夷离心时，雍正皇帝

的分析事实上还不失中肯（第 84页）。它凸显了清兴而明衰的道德前提和法理依据——“天下

一家”和“以德不以地”（第 3-4页）。在这一文脉下，“以地判物”的陈规便自然要让位给“以

德立国”的资格和“以德配天”的逻辑。或许是因为“理直”才能“气壮”，雍正皇帝的表述中

遂不免有明显的情绪化倾向，有时使“圣人”的初旨屡遭曲解：“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

诸夏之亡也。’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

（第 21页） 

  然而，毕竟“中外一统之规”对“类聚群分”格局和“乡曲疆域”浅见的打破，是符合“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之“中华天下”大义的。如此，则积极参与“中华版图”拓展和建设的任何民

族，便理应受到一律的尊重和拥戴，又何必峻别“华夷”和“内外”？在这一文脉下，“‘中华’

是以‘大版图’为舞台，还是以‘一隅’为乐处”的雍正皇帝的第三质疑，便无法不令曾静及其

言说顿生语塞：“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

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第 5页）而如此版图远拓，其实

已实现了汉唐以来中华政权均不能望其项背的“五族统合”和“烽烟不起”的理想（第 22-23 页）。

雍正皇帝强调，清朝的开疆拓土，覆盖了明代的有限幅员，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扬了“中华一统”

之大义，可这又如何能以“封建-戎狄”随意命之呢！（第 62页）有学者注意到，以下三个地点

内藏有重要的暗示意义，即：北京、盛京和热河。具言之，首都北京位于得以控制中国内地的战

略位置，坐镇副都盛京则可以把守整个东北，而热河却能有效地掌握蒙古高原乃至更广大地域的

大小事务。如此形成的清朝便呈显出如下版图格局，即由“满”(东北部的满洲、蒙古、汉之一

部分)、“汉”(中国内地)和“藩”（蒙古、西藏和回疆）所组成的庞大疆域。这一明朝面积远

不能及的巨大国家，完成了汉、满、蒙、藏、回（维）的“五族”统合，它的象征意义还被反映

在北京乾清宫、雍和宫与热河避暑山庄的正门匾额上：乾清宫还只是汉、满两种文字合璧的匾额，

到了雍和宫，已演变为蒙、藏、汉、满四种文字；而到了避暑山庄的“麗正门”，又进一步衍化

                                                        
1 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明清史论著集刊》，第 210 页。 
2 朱舜水：《中原阳九述略·致虏之由》，朱谦之辑：《朱舜水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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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蒙、维、汉、藏、满这五种文字的并列组合。这意味着，“五族统合”梦想却在被贱称为“夷”

的清朝手里变成了现实
1
。曾静后来的态度变化固有被迫成分在，但下面的发言却未必不合事实：

“我朝幅员之广，中外一家，亘古未有。”（第 63页） 

由于曾静在“尊王攘夷”中明显偏执于“攘夷”，因此，当他以“华夷观”非议清朝的理由

难以成立时，“尊王”大义，还使其主张更显局促，甚至不通。雍正皇帝的“华夷”之分是否可

与“君臣”之礼相拆分的第四问，遂由此而发：“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如何以

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

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又云

‘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等语。君臣为五伦之首，断无有身缺一伦，而可以为人之理。曾静当日

以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不知从前以何人为君，且到今还是甘心俯首以君臣之义，移于夷狄分用

乎？抑是始终以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乎？”（第 52-53页） 

曾静对“攘夷”意义的偏执显然不尽符合管仲“得君行道”的本意，而雍正皇帝的有意归谬，

也不免将“尊王”推到认识上的极端，但雍正皇帝接下来的议论，却在“政治”与“教化”的职

能分担上揭破了曾静对“治道”的毫无经验和理论设计上的书生意气与不切实际。而更为重要者

在于，曾静的言论，不单否定了异族政权的合理性，历朝汉人的帝王将相亦在他的信口言辞中统

统变成了不学无术的“光棍”。如此狂狷的放言，无疑给雍正皇帝找到挫败论敌的切入点提供了

进一步的方便。它被归谬为：曾静不但将乱臣篡夺的污水泼在了圣贤身上，也赤裸裸地把自己变

成了明清两朝的“叛臣贼子”（第 49页）。如果连汉人列帝也不过是一群“光棍”，那么，满

族人皇帝又如何可得幸免呢？可如此笔触和预设，却极易给历史的公正记录造成无视事实的颟顸

和歪曲，其终则不啻取消历史（第 7页）。他深入讨论了能否秉笔直书，对历史叙事和现实政治

将会造成的巨大影响（第 7-8页）。 

雍正皇帝深晓“华衮斧钺”的道理，唯此，当几乎是故意为之的不公评价和人身攻击被加于

己身时，他的心里委屈，亦每每溢于言表：“朕之俯视万民，实如吾之赤子，朕清夜扪心，自信

万无遭谤之理。”（第 26页）他意识到，在那些无视事实的反对者那里，宵旰图治、朝夕惕厉

地勤政为民，不但得不到理解和体恤，更不要说推尊和拥戴了。当曾静一班人说“自崇祯甲申，

以至今日，与夫德佑以迄洪武，中间两截世界，百度荒塌，万物消藏，无当世事功足论，无当代

人物堪述”的时候，雍正皇帝还十分伤感。可如果是单单对入主中原的外族君主如此诟病倒也罢

了，曾静对明朝皇帝又何尝给予过例外对待呢？（第 25页） 

由于曾静的锋镝所指其实是所有的当权者，并试图取代之，而当权者中的外族君主，又是首

先需要打倒的对象，因此，倘若“华夷”畛域已不复存在，那么，曾静一班人也就丧失了继续蛊

惑汉地民众的全部正当性。于是，在“天下一家”逻辑下，是否还有必要强分“华夷”畛域的最

根本问题，就成为雍正皇帝彻底驳倒论敌的杀手锏。事实上，清朝对于中原王朝送给自己的“夷

狄”称呼，有时并不在意，所谓“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第 22 页）是也。但这需要一个条

件，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雍正乾隆以后的清朝，唤醒了这样一种凛然的气魄——如果‘夷’

意味着野蛮，那么我们就是华而非夷；如果‘夷’仅仅意味着异民族，那么说我们是夷而非华也

毫无关系。”
2
 

清朝能有这样的“凛然气魄”，在于它已经成功地将“夷狄”概念从文化卑下蔑称改造成了

单纯的地理指代。而能够实现这一成功的关键，是因为在清朝的广袤疆域中，以往中原王朝所谓

“夷蛮戎狄”已悉入“中土”，“华夷”之间亦已无所畛域。雍正皇帝的这种自信，理论上来自

对曾静言说乃至儒家哲学的入室操戈（第 55页），而事实上则根源于“中外一统”、“华夷一

                                                        
1 参见[日]石桥崇雄：《大清帝国》，第 23-59 页。 
2 [日]安部健夫：《清代史研究》，第 43 页；另参见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

第 154-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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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巨大版图（第 4-5、84页）。在如此强大且难以撼动的逻辑与事实面前，曾静“供词”所

言，虽不无阿谀成分，但其对疆域的叹服式描述，却未尝游离实情（第 89页）。他甚至在《归

仁说》中讲：“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抑厚幸矣。……其名欲正大义，而不知实反

拂乎生人之大义；谓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当然之常道。”（第 154 页）显然，曾静的此番“觉

悟”，嗣后还凝结成了《大义觉迷录》的书名。 

 

二、对《大义觉迷录》的结构分析 

   

察雍正皇帝与曾静之所辩，究其实不过是对孔子和孟子两种“华夷观”的平行式延伸。但正

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觉迷录》中的告辩双方，又均不乏对孔、孟理论的过分解读处，这在曾

静的说法中，似尤显极端。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夷狄未必尽居于中夏外部，伊洛之戎、陆浑之

戎，或者赤狄、白狄这些所谓戎狄，都还在“中国”之内。西周政治中心的隐没，既唤起华夏内

部的“下克上”野望，也激发了周边部族对“中国”的觊觎狂潮。这种内忧外患的自然连动，意

味着中原王朝不但要忍看“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的礼废乐坏，还要直面“南夷与北狄

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华夏文明危机。这就使孔子不仅要用“是可忍孰

不可忍”的态度来对内“正名”，以捍卫周王权的礼乐秩序，还要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

亡也”的“华夷之辨”观念去抵御外扰（《论语·八佾》）。 

与内忧外患的天然关涉相仿佛，孔子的“必也正名”与“华夷之辨”行为的同时登场，刚好

突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主题，即“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问题。这意味着，“中

华”优越意识的文明强化和心理认同行为的切实发生，反而导源于“天子失序”和“夷狄交侵”

的双向刺激中。从外在形式上看，被高度强化的“中华”优越意识似乎是被打出来的——它符验

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文明论原理；而其内在逻辑则表明，以往不敢望华夏项背者的“中原问鼎”

行为，从反面凸显了华夏礼乐价值的弥足珍贵与自我毁弃后的恶果和遗恨。在这种情况下，“从

周”，似乎也只有“从周”，才能唤回华夏文明的优越感
1
。而这一优越感能否被唤回的首要前

提和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做到“尊王攘夷”。由于“尊王”的背后潜藏着“天下一统”逻辑，

而“攘夷”本身，又是扩展“天下”时所必须设定的文明落差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行为根

据之一，因此，对华夏文明的捍卫和认同，也就同时被赋予了维护“天下”逻辑的意义。于是，

捍卫华夏，不但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公羊传》僖公四年）的行为，受到了道德上的

讴歌，甚至在尊、攘行为间必择其一时，后者的重要性总会获得最大限度的凸显。孔子之所以对

管仲给予那么高的赞誉，原因亦在于此。这意味着，当政治权力和文明权威同时受到威胁时，孔

子最先捍卫的是文明权威，并善于把内在政治矛盾转化为对外的文明之争。在这种转化中，除非

你希望自己被称作“夷狄”和“禽兽”，否则就必须服从不需要讨论的“中华大义”。其双向控

制逻辑可以被表述为：维护礼乐政治本身，就等于维护华夏文明；而破坏礼乐的内部争斗，则不

啻自降为夷狄。进一步讲，在“华夷之辨”的大是大非面前，华夏族属内部的所有争执和龃龉，

都必须让位给这一首要矛盾。它有效地维护了“天→天子→天下”体系，也严格地规定了华夏人

士的“大义”和“大节”。后来，每逢中原和周边发生争夺时，孔子的“攘夷”思想都会发挥重

要作用，这也是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所谓“民族英雄”得以次第涌现的价值依据。 

但是，由于其“披发左衽”说开启了用生活习惯去鄙夷“中华”以外族属的先河，因此，嗣

后的继承者，还一步步将这类表述推向极端。中国文化古典常常把是否“室居”和“火食”作为

人类与动物界相与揖别的物质表征，“有巢氏”的“避群兽”和“燧人氏”的“化腥臊”（《韩

                                                        
1 朱熹：《四书集注·八佾》引尹氏语：“三代之礼，至周大备”。此外，“从周”的言论还频繁出现于《雍也》、

《子张》、《泰伯》等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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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子·五蠹》），说的就是这一问题。这意味着，以往单纯的生产生活方式差别从此还被进一步

附着以文明和野蛮的价值高下色彩。《礼记·王制篇》和《五杂俎》(谢肇淛)显然还把这种差别

推向了极端。它从生产方式上分开了农业与游牧的此疆彼界，也在文明程度上区隔了“人类”与

“禽兽”的价值畛域。其“中国戎夷，不可推移”和“别”与“殊”的歧视态度，已将“出身”

和“出自”意义上的“血缘”、“地缘”观念绝对化。这在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中，曾经有

过体系性的表达。 

  然而，除了以上将孔子“攘夷”思想推向极致的严毅苛刻的“华夷观”（经）外，还有着不

乏变通精神和包容气度的另外一种“华夷观”（权）。这一观念的提出和弘扬者，是孟子及其后

学。孟子所以会提出与孔子有异的“华夷观”，是因为到了战国，春秋时期的内部夷狄已逐渐消

失，人们的意识当中，夷狄已成为七国以外乃至更遥远的存在。这意味着，比起“华夷之分”，

早年发生于“天→天子→天下”逻辑下的“一”，反而成为凝聚天下苍生的最重要价值。于是，

当梁惠王“卒然”发问“天下恶乎定”时，孟子的“定于一”回答几乎是下意识的（《孟子·梁

惠王上》）。这里的“一”，显然不是指对“天下”的全部占领，而是试图给世界赋予一个整体

意义。在这个意义当中，所谓“外界”，在逻辑上是不存在的。重要的是，“天下一体”原则，

还使孟子超越了以往“严华夷之防”的逼仄视野，为“夷夏融合”的同质化运动，赋予了无限的

空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

也。地之相距也千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行志得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孟子·离娄下》）孟子的这一观点，比东汉何休“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

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说法，要早四百多年
1
。而唐朝程晏的《内夷檄》和清代皮锡瑞的《春秋》

篇，亦显然与此同源
2
。至于唐朝韩愈的《原道》及其所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

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云者，虽不乏孔子要素，但更多思想却来自孟子的主张
3
。 

  于是我们看到，几乎构成雍正皇帝、曾静论辩底色的孔、孟“华夷观”，在《觉迷录》中其

实是一贯始终的：曾静在谈及“华夷之辨”时，其核心观点基本来自孔子一系，而且是被偏执了

的孔子一系；而雍正皇帝在提出反驳意见时，则多以孟子为据，尽管其中也不乏极端性发挥。曾

静在谈到其“华夷观”的理论来源时承认，说自己“终不能去吕留良之说。而紧抱一部《春秋》

义旨，在言下不是说坏本朝不是圣人，定会诽谤孔子错作《春秋》”（第 144-145页）。“读吕

留良文评……不觉为其说所浸淫者实深。至近年以来，兼读其杂文残诗，甚有谓《春秋》华夷之

分，大过于君臣之义。而今日有人实若无人，有世实若无世。以此为《纲目》凡例未发之蕴。始

闻未尝不疑，迨久而不得不信。盖以其意借口于孔子之《春秋》，而例又窃附于朱子之《纲目》

故也”（第 163-164 页）。而“孔子→朱熹→吕留良”系列一俟成立，“孟子→韩愈→雍正皇帝”

系列，便自然与之对垒，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在孔子系列中，“族属”与“文明”往往一体观瞻，

“华—夷”之辨即意味着“文—野”之别，于是，“华—夷”便成为甄别优劣的根本性标准；而

在孟子系列中，“文明”固属“中华”，但“文明”的承载者和实践者却不定“族属”，甚至可

超越“族属”，于是，“道德”和是否拥有“道德”实践的“能力”，乃成为是非判断的真正价

值标准。这表明，孟子系列无与伦比的开放度，已超越了被封闭处理后孔子系列的狭隘性限制。

它至少给清朝政权的正当性宣示带来了两重便利：其一，孟子不计舜与文王的东、西夷出身并赋

予其以“行志得乎中国”的合理性，给清朝入主中原扫清了狭隘“华夷观”下的血缘地域壁垒；

其二，“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革命”标准，又在“有德者居天下”的意义上给清朝的

                                                        
1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 
2 董诰等编著：《全唐文》(九)卷 821《内夷檄》，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8650 页；又，皮锡瑞《经学通论·春

秋》，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8-9 页。 
3 拙稿：《华夷秩序的发生逻辑与早期展开》，《思想史研究》第 11 号，东京大学 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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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革命”行动清除了道德障碍。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曾静的著述中会不断援引孔子、朱子

和吕留良，而雍正皇帝在审问曾静时却要频繁引用孟子和韩愈观点等各自取舍原因。 

然而，如果我们以为曾静在雍正皇帝审讯下的畏葸面谀态度即意味着他放弃了“中华”立场，

那就过于天真了。曾静的绵里藏针，体现在他对中华文化中“天心、孔子、道统”等价值的公开

坚守和“用夏变夷”原则的隐蔽坚持（第 95、115、162页）。 

学者们倾向于认为，皇太极将“女真”改称“满洲”、在国号上易“金”为“清”等行为，

有在中华的文脉上与“明”比美之意；而太宗改元“崇德”，亦意在与“崇祯”对举，“因为废

除女真和金的称号暗含了重新将自己纳入‘中国’范畴的可能性”
1
。这些说法，大概只想证明，

雍正皇帝与曾静的全部辩论，无非是想确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清朝的入主中原，都是符合“中华”

价值标准的正当举措。但是，雍正皇帝所谓“中华”，是“大中华”而非“小中华”，是“华夷

一家”而非“华夷分立”，是“天下一统”而非“内外悬隔”，是“族属平等”而非“华夷高下”。

“中华不定所属”的“大义”新规意味着，“中华”早已不再是哪个族属的专有指代，而是超越

了单一族属的区域性公共价值；对它的追求也不再是狭隘的“汉化”，而是“同化”，并且是“五

族”间相互欣赏和彼此接纳的“同化”。这种与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

子·滕文公上》）有着微妙差异的思想和行动意味着，曾静最终没有放弃的“文化”立场，已经

是雍正皇帝“大义”倡导下的“大中华”。因为只有在“大中华”的世界中，“中原”与“边地”

才没有什么差别可以计较；也只有在“不知人间有华夷”的一统天下里，“中华大义”才能够得

到真正的落实。正由于有这样的前提，雍正皇帝才不允许有谁对他的道德操守进行有违事实的谤

议，因为他自认清朝皇帝比前朝帝王更懂得自律的意义，否则就不会有“天命”的移转
2
；也不

允许有谁对“明清易代”进行价值上的非议，因为给中华带来如此广袤的疆域并实现历代中原政

权都无法实现的“五族统合”行为，又如何不是对“中华大义”的推展和实践？ 

当然，也是在这一前提下，他不允许有谁来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大局，也不允许有谁试图通过

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来分裂政治一统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狱”的兴起，除了思想钳

制和整肃谤议等目的外，是否也内含反对利用“华夷之辨”来破坏国家统一、维护大一统局面的

深谋远虑呢？涉及“华夷之辨”及其相关内容的 311册禁毁书，确曾给后人全面把握历史原貌工

作造成过相当的障碍，它显示出今天的恢复作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成书于禁毁过程当中并且

集汉文化之大成的巨作《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又无疑给中华文史事业的承前启后，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而且，清朝前期的强大与后人在咸丰、光绪时所见，毕竟是两码事。它

应该能帮助人们理解以下颇显矛盾的现象，即日后以推翻清朝为职志的孙中山，在高呼“驱逐鞑

虏，恢复中华”口号的同时，反而更看重“五族一体”的国民凝聚和空前广袤的疆域遗产。而且

下面的问题，也许还需要研究者作出更进一步的思考，即如何解释《论语·子罕》篇“文王既殁，

文不在兹乎”中的“文”。孔子显然是想以文王的继承者身份来施展其政治抱负的，可如果文王

是孟子所说的“西夷之人”，那么，被孔子视为“中华”最高象征的文王之“文”便似乎不应被

理解为“华夏”之“文”而是“夷狄”之“文”了，可事实上并非如此。有学者在谈到雍正皇帝

的“中外一家”观念时指出：“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

独爱之如一’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皇帝是纯正的夷狄，

                                                        
1 金启孮：《从满洲族名看清太宗文治》，王钟翰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3 页；孟森：《满洲名义考》，《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第 1-3 页；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

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年版，第 536 页。 
2 实际上，康熙六下江南所需费用，几乎全由负责皇帝私人开销的“内务府”承担，而没有将负担摊派给沿途的

地方财政。其“孳生人丁，永不加赋”(1712 年)和雍正帝“摊丁入亩”(1723 年)的“丁银”制度，不但开明

利民，也使国家财政大为获益。这些措施，固然有减弱明朝汉人反清势力的考虑，但以德立国而不与民争利，

或许才是清廷的更根本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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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

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
1
 

在清朝为后人留下的“大中华”遗产面前，对明朝及明以前“小中华主义”的恢复，无论怎

样提倡和运作，似乎都显得意义有限。哪怕“华夷变态”舆论曾经被放大利用为异域“民族主义”

的催生剂，甚至被“恶用”为东亚地区近代“国家主义”的孵化器。 

 

三、《清帝逊位诏书》与“大义”的终局表达 

   

乾隆皇帝登基后月余，即下令逮捕曾静等人，理由是：根据雍正皇帝留下的处死吕留良的先

例，攻击“朕”自身犹可谅之，但攻击父皇则决不可饶恕——乾隆皇帝继位后，显然也不会允许

攻击其“皇考”的人还活在世上
2
。不过，这一理由也同时带来了一大疑问：既然乾隆皇帝是在

效法雍正皇帝，那么又如何要违背雍正皇帝宽大曾静的做法呢？乾隆皇帝在查禁其他书籍时曾说

过这样一段话：“闻有应毁之书，必且以为新奇可喜，妄行偷看，甚或私自抄存，辗转传写，皆

所不免。”
3
尽管从文面上看乾隆皇帝不喜人如此，但细心者的分析，或许亦触及了问题的另一

面，即乾隆杀曾静并废《大义觉迷录》为禁书，恐怕是利用了人们愈禁愈求的好奇心态，故不啻

名黜而实兴
4
。如果这种可能性无法彻底排除，那么，乾隆皇帝比雍正时代更加强调“满汉一体”

和“华夷无间”的事实，或许才不违逻辑上的通达性：“满、汉均为朕之臣工，则均为朕之股肱

耳目，本属一体，休戚相关。至于用人之际，量能授职，唯酌其人、地之相宜，更不宜存满、汉

之成见。边方提、镇，亦唯朕所简用耳，无论满、汉也……嗣后若有似此分别满、汉，歧视旗、

民者，朕必从重议处之。”
5
 

但是，“不别满汉”并不意味着满族应以失去个性为前提，去单向度完成所谓“汉化”，恰

恰相反，满族能与其他民族共为国家之“股肱耳目”，只能证明股、肱、耳、目的存在前提不单

是相互间的不可分割，还在于彼此间的不可替代。于是，与雍正皇帝动辄“一统”、言必“一家”

的无条件“混一”愿望有别，乾隆皇帝反而把凸显甚至张扬各族个性的观念植入于超越狭隘民族

意识的“大中华”体系中，并走上由“不同”而“大同”的“和而不同”之路。柯娇燕（Pamel

a Kyle Crossley）在分析乾隆皇帝违逆父命诛戮曾静、禁毁《大义觉迷录》的做法时指出，乾隆

皇帝从未认为满族人有什么可耻之处。满族人之所以入主中原，并不是满族人受到汉人的教化使

然，而是因为努尔哈赤、皇太极秉持“天心”，才使满族人取明朝而代之。于是人们看到，清朝

是透过优宠藏传佛教以治理西藏、绥服蒙古，接纳儒家文化笼络江南文人，但又尊崇萨满教以维

系满族人的自我认同。 

文化政策虽是“满洲”政权得以维系的关键，但满族人文化政策成功的秘诀不惟在其汉化的

程度，更在于清廷能采取弹性因应的文化政策，整合帝国之内各个族群的人民，从而共同构筑了

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观。离弃了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观，也就无法统御这庞大的国家
6
。它有助

于我们理解，何以当有人影响了满汉、满蒙、满回等诸民族之间的平等关系时，乾隆皇帝及其后

嗣之君，均对之“议处”不贷、力持公平的原因。甘肃巡抚鄂昌，身系满洲，曾作诗《塞上吟》

辱称蒙古为“胡儿”。乾隆皇帝闻之大怒，曰：“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

                                                        
1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 年第 4期。 
2 《上谕：高宗圣训严法纪门》，《清代文字狱档》下册，上海书店 1986 年版，第 968 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6 页。 
4 [日]石桥崇雄：《大清帝国》，第 215-216 页。 
5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8，雍正十三年十二月。 
6 [美]史景迁著，吴宗恒、温洽溢译：《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译后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62-263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9 

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遂数罪并罚，赐诏使自尽
1
。同治元

年（1862），陕甘地区有回民起义。对此，朝廷的态度是：“第汉回不和，到处皆然，均系国家

赤子，必得查明曲直情由，秉公办理，不可稍存汉回之见，致有偏倚，方能折服其心。”
2
 

  族属意识的淡化，不但给各族带去了平等的尊严，还促成了各族人士的高层合作。成立于雍

正七年（1729）的“军机处”，历来被视为清朝的最高决策部门。可当我们带着“满清王朝”的

成见去审视其中的人员族属时却发现，雍正时的军机大臣不光有允祥（满），还有张廷玉（汉）

和蒋廷锡（汉）；乾隆时则不仅有鄂尔泰、讷亲、海望（以上满），还有张廷玉、徐本（以上汉）

和纳延泰、班第（以上蒙古）等。乾隆六年（1741）以后的军机处排名一直是鄂尔泰、张廷玉、

徐本、讷亲、海望、班第、纳延泰，几乎雷打不动。而且据《清史稿》记载，乾隆时军机处虽然

只有两个汉人，但汉人的地位都很高——张廷玉是太保、大学士、三等伯，徐本是太子太保、大

学士，高于除了鄂尔泰之外的所有同僚。至于鄂尔泰的地位之所以稳居军机大臣之首，则与他在

“改土归流”、“混一华夷”过程中曾立下的不朽功业恰成正比。即便到了清季，军机处仍不改

诸族合作之传统，吴郁生（字蔚若，号钵斋，江苏吴县人）、荣庆（字华卿，鄂卓尔氏，蒙古正

黄旗人）和世续（字伯轩，索勒豁金氏，满洲正黄旗人）等军机大臣，在国势陵夷的光绪与宣统

时期，依然在默契地合作
3
。至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僧格林沁等非满族人士在清朝历史

中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力，更是不言而喻。 

  清朝的民族政策和用人襟抱，曾产生过深刻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以致后来袁世凯在分配

国会代表席位时，反而力主增加蒙藏人员的指数
4
。这些正面的反应，还每每体现在汉族士大夫

及其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上。关于今文经学家庄存与（1719-1788）为什么在主张“作新王”的同

时不是另立制度仪轨，反而要“宗文王”的问题，汪晖认为，“建五始”与“宗文王”之间有着

复杂的关系，而“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或“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礼仪根据，便正是庄氏的

“宗文王”原则。对此，汪氏将其“归结为以孝子之行，行王者之事”。这些富于新意的解读，

显示了当代学者对庄存与基本走向的把握水准——“‘宗文王’、‘一乎周’是一种抽象的礼仪

原则，而不是附丽于某个特定统治民族的歧视性政策或观点”
5
。不过，当我们进一步观察时或

许还会发现，庄存与的“受命于天”原则似乎亦同时暗示了“明清鼎革”行为所内含的古已有之

的合法性
6
。这意味着，比起“血统”，“受命”才是最重要的；比起“出身”，“天道”才是

政统的根本。尽管“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这一事实在庄存与的以上论证中并

没有被明确提及，但由于这毕竟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而且嗣后中华世界亦从未有人对文

王所具有的中华象征意义表示过丝毫的怀疑，因此，华夷内外之间的区隔已失去了值得继续探讨

的价值，遑论冥顽泥守，或许才反映了庄存与的真实想法。 

  事实是，从乾隆时代后期开始，以沈垚、张穆、龚自珍等为代表的知识人，均纷纷关心边疆

事务，并为国家的稳定而殚精竭虑、献计献策。龚自珍大倡“回人皆内地人也”
7
，无所谓“华

夷之别”，并上疏安西北策，将新疆等同内地，主张“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

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
8
。不宁唯是，魏源也通过《圣武记》的编写，而

完全认同了清朝所代表的正统地位。至于地方上的士大夫们，还透过他们编写于乾隆、道光和光

绪等不同时期的《凤凰厅志》，逐步确证了民间对国家及其民族平等政策的认同。细心的研究者

                                                        
1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485，乾隆二十年三月庚子。 
2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 17，同治元年正月丁未。 
3 赵尔巽：《清史稿》卷 176《表十六·军机大臣年表(一、二)》。 
4 《宣统政纪》卷 69，宣统三年十二月上，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5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第五章第三节《今文经学与清王朝的合法性问题》。 
6 庄存与：《春秋正辞奉天辞第一》，《皇清经解》卷 375，第 3 页。 
7 龚自珍：《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龚自珍全集》第 5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11 页。 
8 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书》，《龚自珍全集》第 1 辑，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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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注意到，《凤凰厅志》对南方苗人进行描述时，在笔法上已清晰地呈现出从“苗蛮”到“苗人”

再到“苗民”的转变
1
。安部健夫指出：“改土归流还是一个借苗族的汉化，证明‘夷性华化’

能够实现的活广告。”
2
王柯教授甚至认为，“至迟到道光皇帝在位（1821-1850年）的十九世纪

前半，在清的帝国构造中，西南部的非汉民族地区就已经被完全当作‘内地’来对待了。”于是，

“属于羁縻对象的‘外夷’，就不再是清朝版图内的非汉民族，而是像沙皇俄国那样的外国了”
3
。 

清朝支配领域内部的一体化，见证了清历代国君对“中华大义”的思考历程与实践轨迹；而

各个时期域内“五族”尤其是汉人士大夫对上述“大义”的理论配合与行动呼应，还给空前巨大

的“中国”的实体化落实，提供了上下偕动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雍正皇帝甘冒家丑外扬之

虞而敢于打破常规、亲自审理曾静案件的行为，无疑在清朝确立正统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

转捩作用。后来的走势表明，雍正皇帝是在最需要做如此工作的时候完成了这项工作。至于曾静

和吕留良，在帮助汉人扭转“小中华”眼界并重铸“大中华”意识方面，还被赋予了某种他人所

无法替代的反面教谕意义。 

但是，指望几千年来同时并存且根深蒂固的两种“华夷观”，只用去一二百年时间即全部统

一到囊括夷蛮戎狄的“中华大义”上来，是有困难的。乾隆朝以和坤为代表的上层腐败官员所导

致的清朝盛极转衰，还使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曾经被曾静夸大其词的清廷非德现象，这个时

候已演变成枝蔓横生的现实。对于与汉地全无血缘地缘关系而仅凭天命道义来立国立身的清朝而

言，这无疑会再度触及其应否存在的理由和根据等大问题。然而，西洋列强的东渐及随之而来的

版图觊觎之心，使清廷所面临的内部问题骤然间转向外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逻辑，不

但使清王朝的内部认同由此加速，还使以往被使用于汉人与边地族属之间的“华夷之辨”和“内

外之别”开始被域内各族一致对外的“新华夷观”所代替。清朝作为整体“国家”，其概念和轮

廓，亦因此变得明晰。 

清史专家指出，针对意欲传教的英国使臣，乾隆皇帝以“华夷之辨甚严”为由断然拒绝的行

为，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

称。在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与西洋各国的对称现象，日益频密。乾隆皇帝

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辨”反制西方国家的行为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

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
4
。它表明，以版图划民族，

并有意把畴昔作为礼仪文化指代的“中华”改换为以“文化+行政版图”为单位的“中华民族”，

已成为上述转换的整体基调。而且，来自清朝外部的压力越大，“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就越强
5
，以至英法等欧洲列强打着“民族国家”幌子来插手新疆、西藏事务时，欧洲那一套理念和做

法并没能收到其预期的效果。费正清发现了这一点，他说：“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一统，

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入。”
6
 

然而毕竟，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忧外患，使清朝的执政能力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中英、中法、

中日战争等外部打击和先洋务、次改良、再革命的内部激变，也的确使这个巨大的政治实体不可

逆转地衰落了。特别是，当辛亥革命打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后，王朝本身还必须面

对比“明清鼎革”之际浩大得多的反清浪潮。稻叶君山的极端表述显示：“外族人承大统，果为

禹域苍生之幸耶？抑李鸿章一流人物果能悉举中国人之思想而代表之耶？此必不然者也。故所谓

                                                        
1 张双志：《清朝皇帝的华夷观》，《历史档案》2008 年第 3期。 
2 [日]安部健夫：《清代史研究》，第 42 页。 
3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第 158-159 页。 
4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 年第 4期。 
5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6 [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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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本位思想者，遂为中流之一柱，而三百年之间清朝历代之英主贤相，汲汲以融和此思想为急

务。卒之满汉齮龁，迹不可掩，演绎而成历史。”
1
 

事实是，“排满革命”发生后，清朝很快便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与危笃状态：“方今海宇分崩，

叛逆四起，存亡危急，即在目前”
2
；“近则东南纷扰，警报频闻，俄员利此时机，势欲得满洲

里而甘心”
3
；“外务部准驻俄使臣陆征祥电告：据俄外部意，不欲中国在蒙古驻兵殖民。并内

治事宜归蒙自理”
4
；“现大局震撼，人心动摇，成败利钝，未敢逆睹，世变所极，已陷于水深

火热之秋”
5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至少有三种可供选择的走向：一是像元朝退至漠北而为“北

元”一样，“八旗”的力量亦可退守“满洲”，回归皇太极入关前的“清国”自立状态；二是集

结全部可用之武装力量，与汉人国家做殊死一决；三是听由周边国势力渗透并放任蒙、藏、维诸

部“独立”，使大清帝国分崩离析。 

这些选择之所以有可能变为事实，是因为“法明崇满”逻辑下的“多元一体”格局给清廷赋

予的“中国皇帝”（统辖汉地）和“天可汗”（管控满、蒙、藏、维）之双重身份
6
，并没有完

全丧失其凝聚力和号召力，于是，返归“满洲”以期再度凝聚，便当然会成为清王室的第一反应。

肃亲王善耆之所以和日本人川岛浪速勾结起来，并试图建立依附于日本的傀儡政权，无疑是这一

反应的具体表现。而且据称，此前还有过王公考虑将清室迁回东北的传说，诸如驻奉天的日本领

事也发现赵尔巽派人加紧修整奉天故宫，铁良、张人骏秘密潜往奉天等不一。重要的是，清室一

旦决定撤回东北，袁世凯是无力阻挡的。当时北京警察中满族人居多，数量达 1.2万人的禁卫军

虽改由冯国璋统领，但多数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仍为满族人。而北洋军已开往前线，与革命军对峙。

所以倘清室孤注一掷，南北双方想极力避免的国家分裂局面就极有可能发生。 

其次，在决定清室命运的御前会议上，亲贵们不但“做出了要拼命的姿态”，还提出了种种

对决计划：“内阁代递奉天八旗满蒙汉宗室觉罗内务府总代表德禄电奏‘倘革党仍不反正，东省

八旗子弟定必组织决死队，附入北军，定期南征’等语。著赵尔巽查明情形，究竟能编练若干营？

何时可以成军开拔？迅速奏闻。”
7
而第三种迹象显示，蒙古王公由于和清王朝关系的深厚已纷

纷表态“独立”。1911年底，由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牵头，由 24位王公世爵副署，以“蒙古全体

代表”的名义致函袁世凯，恫吓他“倘从共和之请，代表等恐蹈库伦之续”，还解释说：“库伦

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
8
与此同时，

新疆伊犁等地也在俄国挑唆下屡生事端，清廷还为此着令袁大化严防坚备，不许懈怠；至于西藏，

朝廷乃电谕“驻藏办事大臣”，嘱当此“时局艰危”之际，应“力任其难”
9
。清廷深知，英人

唆使下的“驱汉”风潮其实已露骨地表达了他们的觊觎之心
10
。 

以上种种情况意味着，身兼诸藩可汗和内地皇帝的清廷，为了王朝的递续，应该而且有条件

去试行无数个可能的自救方案，但清廷却没有那样做。关于其出人意表的最终决断问题，有学者

                                                        
1 [日]稻叶君山著、但焘译订：《清朝全史》上册〈原序〉，第 5 页。 
2 《宣统政纪》卷 67，宣统三年十一月上。 
3 《宣统政纪》卷 68，宣统三年十一月上。 
4 《宣统政纪》卷 69，宣统三年十二月上。 
5 《宣统政纪》卷 69，宣统三年十二月上。 
6 拙著：《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台大出版中心 2009 年版，第 154

页；又参见刁书仁、刘晓东、田毅鹏：《从“法明崇满”到“五族共和”：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建构的思想轨

迹[笔谈]》，《学习与探索》2011 年第 2 期。 
7 《宣统政纪》卷 69，宣统三年十二月上。 
8 喻大华：《〈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探溥仪潜往东北的一个原因》，《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又参见

《宣统政纪》卷 67，宣统三年十一月上；卷 68，宣统三年十一月下。 
9 《宣统政纪》卷 68，宣统三年十一月下。事实上，不少边吏和镇守要津者见国势陵夷，乃纷纷提出“开缺”，

试图临阵脱逃。但清廷大多复以“不允”，并责令坚守。参见《宣统政纪》卷 68，宣统三年十一月上、下等。 
10 [美]李约翰(John Lea)著、孙瑞芹等译：《清帝逊位与列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江苏教

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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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当清朝即

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

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
1
。更有学者这样评价清帝退位的事件：

“在南北和议、《清帝逊位诏书》颁布之前，清帝国之疆域大有分崩离析的解体之势。正是在此

存亡危机之关头，清王室果敢地接受辛亥革命之事实，屈辱而光荣地退位，将一个偌大的帝国疆

域连同他们对清王室的忠诚、臣服，和平转让与中华民国，从而为现代中国的构建，为这个未来

中国的领土疆域之完整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而这一所谓对“未来中国做出了不

可磨灭贡献”者，便是长期以来被熟视无睹甚至几被忘却的历史性文献——《清帝逊位诏书》（下

简称《逊位诏书》）。 

  《逊位诏书》共计 319字，1912年 2 月 12日由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颁布于天下。清王朝 268年的历史，亦随着这纸《逊位诏书》的颁布而宣告结束： 

  奉旨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

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

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

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

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

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

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

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

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

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3
 

《逊位诏书》的延伸部分，包括另外两道“懿旨”及相关的“优待条件”
4
。有关《逊位诏

书》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历来无所定谳。不过，有两个面向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一是面向未来的

分析，二是面向传统的解读。前者主张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
5
；而

后者，则更多面向传统，并且是“汤武革命”的传统
6
。应该说，这两种分析，分别给《逊位诏

书》赋予了重大的现实意义或传统价值。而且，如果想进一步发掘其“微言大义”，人们还完全

可以从中寻找出更多有利于解释者的各类暗示。只是，无论我们怎样从宪政的角度给《逊位诏书》

赋予近现代的意义，清帝逊位意味着清无力自主完成近现代转型的基本事实，似乎没有发生过本

质性的改变。同时，也不管人们如何希望“辛亥革命”与“汤武革命”叠韵双声，“辛亥革命”

毕竟不是“汤武革命”，清帝的“禅让”亦无法等值于传统“革命”的颠覆性政治循环。这就意

味着，《逊位诏书》的背后，应该潜藏着既不同于前者，也有别于后者的另外一条线索。重要的

是，这条线索应该，也只能形成于与清王朝有关的历史过程中而无法从外面强行植入。 

民国二年（1913），时任北洋政府顾问的日本人有贺长雄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即“中华民国

并非纯因民意而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的“国权授受说”
7
。该见解虽引发过诸多争议，

但这一“现场报道”，至少排除了后世的“逆推”和“发挥”。尤其当人们发现《清帝逊位诏书》

                                                        
1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 年第 4期。 
2 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6 页。 
3 《宣统政纪》卷 70，宣统三年十二月下。此处略去了《诏书》原件中“钦此”二字。 
4 《宣统政纪》卷 70，宣统三年十二月下。 
5 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封口内容简介。 
6 凌斌：《从汤武到辛亥：古典革命传统的现代意义》，《新史学》第 7 卷《20 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

书局 2013 年版，第 23-25 页。 
7 [日]有贺长雄：《革命时统治权转移之本末》，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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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逻辑几乎与《大义觉迷录》首尾呼应、一贯始终等事实时，其“自省”的勇气、“自尊”

的选择和“自裁”的决绝这些清王朝终焉前的全部反应，才能获得近乎真实的解释。 

  首先，清帝逊位的依据，是“天命人心”决定“国朝运势”的判断标准，而不是现代人所谓

“进步”或“倒退”的抽象观念论。这意味着，《逊位诏书》中“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一“不

违天命”的历史取向，不但是清廷“逊位”于民国的价值根据，也曾是清廷“争位”于明朝时的

充分理由。换言之，《逊位诏书》与“明清鼎革”后的《大义觉迷录》之间，事实上已形成了传

统语境上的首尾呼应。剔除雍正皇帝审问曾静时的倨傲口吻，人们不难发现，两个历史文献之间

在国运兴灭的道理上并没有什么差别可以计较（第 26-27页）。所不同的，只是强势者的发言与

颓势者的布告，在心境上已别若天渊。惟其如此，《逊位诏书》的意义，才非同一般文献可堪比

拟。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等响应之势，不但表明“兆民之好恶”真实

地反映了“天命”的转移，还意味着面对“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的局面已拿不出“确当办法”

的清廷，需要在“天命可知”的价值觉解中断然自决，否则，清朝一贯的“天命人心”论就是欺

瞒，就是“丧德”的谎言。当看到“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

和立宪国体”的清廷宣言信而有征时，《逊位诏书》中“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的说法就不应

该被简单地研判为清“无力回天”的托辞。其主动放弃原本可供选择的“三种走向”等重大决定

意味着，“天命人心”论所反映的，乃是清王朝立国以来一以贯之的政治原则。它形成于对“大

中华”价值体系的笃信和实践过程中；而如此首尾一致的政治反应和抉择，才应该引起研究者们

的足够重视。 

  其次，“则公去私”的政治站位和“不忍自残”的人伦关切，亦应成为我们思考《逊位诏书》

时不可或缺的另一条传承线索。毋庸讳言，来自汉人的“鞑虏”侮蔑和“排满”行动，曾引起过

清朝皇室的激愤和怨怼。可是，当清廷意识到非理性的对抗只能导致“南北暌隔”、“生灵涂炭”

时，其整体思考方向便迅速从“一姓之尊荣”中脱出，屈辱而光荣地回到“中华一体”的天下大

局中
1
。对清廷而言，“古之君天下者”显然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符号，其最真切的内涵应该是

对清朝一统天下理念的自我表达。换言之，比起后人植入的臆想和揣测，这种大局意识应根植于

由清朝集其大成的中华价值体系中，亦即生长于雍、乾“盛世”的一贯说法中
2
。这意味着，当

人们激赏孙中山的座右铭——“天下为公”时，似乎亦应给《觉迷录》和《退位诏书》中几乎一

致的说法，赋予历史的尊重和传统的敬意。 

  第三，“五族统合”的“中华大义”，应该成为我们观察《逊位诏书》的最终底线。如前所

述，“华夷一家”逻辑下的“五族统合”，曾经是雍正皇帝摧毁曾静等论敌的杀手锏，也是曾静

者流无法否认的最具说服力的巨大事实。实际上，空前广袤的“大一统”局面，是“五族”人民

长期合作和共同奋斗的结果。它注入了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全部心血，惟此也是悠悠

万事当中最不能被触碰遑论破坏的底线。正因为如此，“排满革命”发生后最令清廷痛彻腑心的，

莫过于“南北暌隔”、“满蒙回藏”的分立趋势和外国列强的趁机染指。这既是《逊位诏书》正

文中“宜有南北统一之方”、“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

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等期待所由以发生的根源，也是与民国政府提出所谓“优待条件”之最根

本目的：“议定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览奏尚为周至。特行

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

幸福，予有厚望焉。”
3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五族统合”而成的国家，是中华传统与近代文

明相结合的“文化+行政版图”，而不是西方“国际法”前提下的单纯的“民族国家”。这一点，

最终还以足够巨大的力量把伊始疾驰于“民族革命”途路上的孙中山扳回到“五族共和”的轨道

                                                        
1 《宣统政纪》卷 70，宣统三年十二月下。 
2 《大义觉迷录》(雍正)，第 3、5 页；《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8，雍正十三年十二月。 
3 《宣统政纪》卷 70，宣统三年十二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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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而且，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代表的是“全国人民”的利益，

最终都必须成为“大中华”的积极捍卫者和世代继承者。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是，清以后的政权，

凡涉及中外疆域纷争问题时，莫不以清朝的“完全领土”为法理依据。人们或许可以忘记“全国

人民”、“五族”、“大中华”的提法出自《逊位诏书》等事实，却无法无视一贯于《觉迷录》

和《逊位诏书》之始终的“中华大义”及其巨大历史遗产。 

  然而，除却时代之别和强弱之势等政治背景外，《逊位诏书》复有不同于《觉迷录》者。其

中最大的不同，是《逊位诏书》中已全无“华-夷”优劣之观念，而惟余为君者均需正视之民心

向背、大公无私、五族一体、中华一家等超越性政治价值。这意味着，清帝逊位，是国体之让渡，

而非华夷之让渡；是五族之一统，而非排满之意气；是疆域之大义，而非待遇之丰瘠。《逊位诏

书》所体现的从君主到民主、从帝制到共和、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和“天下一家”的高端站位，

反而使汉族民族主义者的激进言行，显得有些自我矮化，以致汉人内部亦有为之赧颜甚至鸣不平

者
1
。有学者指出：“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作为当时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始终以华夏正统自居，

丝毫不以‘异族政权’自命，而且丝毫没有任何意思表明或暗示诏书所谓‘民军’、‘南中各省’

与‘北方各将’仅为汉族一支，而辛亥革命与他族无关。相反，正如共和建国论者所强调，纵观

诏书全文，皆言事关‘全国人民’、‘兆民’、‘海内’、‘天下’，所谓‘将统治权归诸全国’、

‘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乂安，仍合满、汉、蒙、回、

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诸语，无一不以中国境内各族人民为一整体。”
2
 它反映了

知识界呼应的事实根据：梁启超、杨度的“大民族主义”构图（中华民族）、黄兴改“中华民国

民族大同会”为“中华民族大同会”以及李大钊力倡“新中华民族主义”论等，都是对当时国内

大势的真实写照。而且，这些难以摇撼的事实，还被嗣后的历代政府所是认可、继承
3
。有学者

在分析《逊位诏书》的意义时指出：“这场以民族革命作为一个内容的革命不但没有导致民族的

争斗，反而协调起来，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各民族的宽广胸襟。”
4
 可

是，当我们了解到《逊位诏书》所凸显的价值是清朝一直坚守的“中华大义”而非一时冲动时，

充满私德色彩和不确定因素的“胸襟”说，似乎已不再具有特别的指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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